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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语言学课本中的“音系”指的是可从语言中直接观察的语音的组织规

律，但在生成语法中，“音系”特指为说话人对语音组织规律的潜在

知识。这决定了以实验方法直接从说话人那里采集数据实际上是生成

音系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本章对实验音系学近年的发展作一个
简单的概述，着重讨论实验对音系结构的认识所起的作用及其对现有

音系理论的挑战，也指出汉语研究与实验音系学之间相互促进、相辅

相成的关系。 
 
Abstract 
 

The textbook definition of “phonology” refers to sound patterns directly 
observable from language.  But in generative grammar, “phonology” 
refers to the speakers’ tacit knowledge of sound patterns.  This determines 
that using experimental methods to collect data directly from the speakers 
i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research in generative phonology.  This chapter 
summarizes the recent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phonology, focusing on 
the roles that experiments play in our understanding of phonological 
patterns and the challenges experiments pose for current theories of 
phonology.  It also discusses the roles of Chinese dialects in experimental 
phonology as well as the importance of experiments in Chinese 
phonological research. 

 
 

[关键词] 
 

生成音系学（generative phonology），实验音系学（experimental 
phonology），优选论（Optimality Theory），随机优选论（stochastic 
Optimality Theory），最大熵值语法（Maximum Entropy Gram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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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生成音系学（generative phonology）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诞生到现在经历了
多个发展阶段。从以推导规则为主的生成理论（Halle 1959，Chomsky 和 Halle 
1968）、自然音系学（Natural Phonology, Stampe 1979）和特征架构理论（Feature 
Geometry, Clements 1985, Sagey 1990）到以制约为主的优选论（Optimality Theory, 
Prince 和 Smolensky 1993/2004）、谐和语法（Harmonic Grammar, Smolensky 和
Legendre 2006）及最大熵值语法（Maximum Entropy Grammar, Goldwater 和
Johnson 2003, Jäger 2007），不同理论模型中对音系的基本元素及计算方法的假定
多有不同，对音系现象的研究也各有侧重，这造成了我们对音系学学习及研究的一

些困难。但如果我们真正把音系学作为一个科学研究的领域，那么不论理论如何变

化，研究音系学的科学方法，正如研究物理学，化学及生理学的科学方法一样，应

该是统一而明确的：假设的提出，数据的采集与分析，假设的验证与修改，立论，

理论对事实的预测，再以预测为假设，循环以上步骤，以求对理论的进一步完善与

发展。 
这一标准的科学方法在传统音系学的研究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例如，

音系理论中响度阶（sonority scale）的概念是建立在关于音节结构的类型学的基础
上的，但这一概念又常被用来解释音节结构的类型学。这一循环论证源于我们没有

对响度阶作出音系之外独立的定义。这一观点在 Ohala 的多篇著作中都有精辟的论
述（Ohala 1986, 1987, 1990a, 1995等）。 

Ohala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便提倡用实验方法来研究音系学。Ohala 和 Jaeger
于 1986 年编著的“实验音系学”（Experimental Phonology）是第一本关于这一领
域的研究方法及成果的专著。从八十年代末起，两年一度的国际性学术会议“实验

室音系学”（Laboratory phonology）对这一领域的发展更是起了深远的影响。有异
于传统音系学，实验音系学特意模糊了语言“内部”与“外部”的语料的差异，强

调来自于语言游戏（如反切语）、语误、借词及语音学与心理语言学实验的外部语

料对音系结构的研究有着与内部语料（如语言本身的语音分布及配列规则）一样重

要，甚至更重要的作用，用客观与科学的研究方法弥补了传统音系学在数据采集上

的不足（Kenstowicz 和 Kisseberth 1979，Ohala 1986）。其优点不仅在于它的科学
性及可测试性，更在于它能更直接地去探索说话人的潜在音系知识，从而为生成音

系理论提供更可靠的数据基础。本章对实验音系学近年的发展及其对音系理论的影

响作一简单的概括和评述。 
 

 
一、生成音系学的研究对象  

 
 

语言学课本中的“音系”往往是指语言中语音的组织规律，但在生成音系学

中，“音系”特指为说话人对语音组织规律的潜在知识。这种音系知识体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语音的对立及互补分布，语音的配列规则（phonotactics），及语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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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体（alternation）。例如，普通话中送气音（pÓ, tÓ, kÓ）与非送气音（p, t, k）是
对立的关系，因为 pa~“爸”与 pÓa~“怕”是两个意义完全不同的词。但英语中送气
音与非送气音是互补的同位音位，因为他们的分布是互补的：送气音只在重音音节

开头（pÓeak, apÓart）及词头（pÓotato, tÓomorrow）出现，非送气音则出现在其它场
合。英语中音节的节首音在符合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可以是两个辅音：st，pl，tr 等
是合法的，zt，bn，lb 则不合法。但普通话中任何辅音串在音节开头都不合法。英
语中一个语素在不同的语音条件下常有不同的语音体现：比如，lock[s], bag[z], 
bus[´z]。普通话中也有这种情况：[pÓai]“牌”[pÓa]r“牌儿”。音系理论的任何派
别都要对这些最基本的音系规律作出解释。生成音系学更是要把这些从语言中观察

出的规律提高到说话人的知识本质上。 
在传统音系学的研究中，这些音系规律的发现主要依靠于音系学者对现成的

词典、语法、文本及话语的标音记录进行归纳与总结。但我们如何才能确定这些音

系规律的确是说话人的音系知识的体现呢？换句话说，我们如何确定学话的儿童能

够象受过长期训练的语言学者一样对复杂的语言数据作出同样聪明而谨慎的分析，

从而发现语音的对立与互补分布及不同词汇间的构词关系呢？没有对说话人本身的

语言行为的具体分析，我们实际上是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的。从语言中观察出的音系

规律只能是说话人的潜在音系知识的间接证据，而不是直接的证据（Kenstowicz和
Kisseberth 1979）。 

 
 

二、实验的目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生成音系理论必须有外部数据的支持。这些

外部数据可以来自于自然产生的语误、语言游戏规则、借词中的音变及一语和二语

习得者所犯的错误，也可以来自于人为的语音学、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及社会

语言学实验。相对于自然产生的数据，人为实验的优点有二：第一，数据采集可以

不受客观条件的限制。 我们不需要等待语误和借词的出现，也不需要等待语言学
习者去犯错误，而是可以用实验方法更直接地去采集类似的相关数据，从而大大提

高数据采集的效率。第二，自然数据往往会受很多我们无法控制的参数的影响，这

会造成我们无法对这些数据作出确切的解释。在人为的实验当中，我们可以在实验

设计时控制不相关的参数，从而使其更可靠地提供我们所真正关心的数据（Ohala 
1995）。由此，我们在本章中主要讨论人为设计的实验在音系学中的作用。 

从建立、测试与完善音系理论的角度来说，实验主要有以下几个目的。 
第一，进一步完善与细化作为音系理论基础的语音现象的描述。例如，许多

语言中都有的音节末尾浊音清化（德语，俄语，土耳其语等）是否造成语音上的完

全中和？普通话三声变调是否与第二声完全中和？英语中是否真正有一个在长辅音

串中删除舌尖塞音的音系规则，如 perfec(t) memory？荷兰语中是否真正有一个在
/lC/和/rC/（C≠舌尖音）中加插中性元音的音系规则？阿拉伯语中颚辅音的语音体
现具体是什么？其又是怎样向周围的音素扩散的？这些实证问题对音系理论的建构

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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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为生成音系理论归于说话人的潜在音系知识及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Chomsky 1986）提供事实依据。例如，音系学中音位（phoneme）、特
征（feature）及音节结构等最基本的表征在语言游戏、语误及其它实验方法中是否
有所体现？能否用门栅测试范式（gating paradigm）来确定可从环境中预测的语音
特征是否真的不在这一语素的底层表达（underlying representation）中？阿拉伯语
中的强制非恒值原则（Obligatory Contour Principle）是否能在其词汇库及心理语言
测试中体现出来？如上文所提到的，这些实验会对音系理论的不同层面提供外部的

支持。更值得一提的是，实验特别可以用于挖掘语言内部数据无法体现的说话人的

潜在音系知识。例如，优选论中一语学习者的初始制约排列（initial ranking，
Smolensky 1996）或某一语言的音系规则中未有体现的隐藏制约排列（hidden 
ranking，Davidson 等 2004）能否在实验中找到证据？语言中晦暗的音位及语素变
体规则（opacity，Kiparsky 1973）是否在假词中具有与透明的规则一样的衍生性
（productivity）？这类研究因其对说话人的潜在音系知识的直接探索而为生成音系
理论提供了更可靠的数据基础。 

第三，实验方法可以用来研究类型学上常见的音系规则是否与语音学上的发

音及感知原理及心理语言学上的加工原理有关。例如，语言中辅音的发音部位与清

浊的同化规则是否与不同辅音在不同位置上的感知特征相关？在表层不允许辅音串

的语言中，元音插入位置的不同是否由插入元音对辅音串的感知影响决定？语言中

常见的词头在音位对立上的特权与词头在听觉词汇识别及加工的重要性是否相关？

由于传统音系学把语音学与心理语言加工排斥在外，这些重要的关联也因此被有意

无意地忽视了。语音学与心理语言学的实验使我们对这些音系规则的本质有了更深

刻的认识。 
在以下的两节中，我们就实验音系学对音系理论的贡献作更进一步的评述。 

 
 

三、实验音系学成果概述  
 
 

在本章节中，我们着重就以上提到的几个方面对近些年来实验音系学的成果

作一简单的概述。由于篇幅所限，我们的讨论不以大而全为目的，而是希望通过对

一些代表著作的介绍，加强读者对这一研究的方法与目的的理解与体会。有兴趣的

读者可以通过这些著作中所引用的参考文献更进一步地去学习实验音系学。 
 
 

（一）完善与细化音系现象的描述  
 
 
传统的生成音系学常常假定音系规律是范畴性的（categorical）。但随着语

言数据采集和处理的方式方法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许多我们所认为是范畴

性的音系规律实际上是阶层性的（gradient）。举例来说，许多语言中都有的音节
末尾浊阻音清化（德语，俄语，土耳其语等）在用推导规则的音系理论中是用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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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1）的规则来解释的。也就是说，非响音在音节末尾变清声。在优选论中，这
一现象则可以用（2）中的制约排列来解释。也就是说，不允许浊阻音在音节末尾
出现的标志性制约比保护清浊的忠实性制约排列更高，从而造成了音节末尾的浊阻

音清化；但这一忠实性制约比更广泛的不允许浊阻音出现的标志性制约排列更高，

从而保护了阻音在其它位置上的清浊对立。但大量关于德语（Charles-Luce 1985, 
Port和 Crawford 1989）、波兰语（Slowiaczek和 Dinnsen 1984）及荷兰语（Warner
等 2004）等语言的实验研究表明这些清化的浊音实际上仍保留了一些浊音的语音
特征。这说明这些语言中的这一音系规则实际上并没有造成语音上的完全中和，因

此（1）和（2）中的范畴性解释实际上是不确切的。 
 
1. [-sonorant] → [-voice] / __]σ 
 
2. *[-sonorant, +voice]]σ » IDENT(voice) » *[-sonorant, +voice] 
 
不完全中和不仅体现在浊音清化上，还在英语的拍音（flapping, Dinnsen 

1984, Patterson 和 Connine 2001, Herd et al. 2010）、普通话的三声变调（Peng 
2000，Myers 和 Tsay 2003）等多种规则中都有体现。因此，作为一个具有普遍性
的问题，它对传统音系学中范畴性的底层与表层结构及音系与语音实施的独立二分

性提出了新的挑战。 
一个词或语素的语音表现的变异性（variation）是实验音系学近年所关注的

另一个问题。这一问题在社会语言学中早就有了很重要的位置（如 Labov 1972，
1994），但其在音系理论上的重要性直到最近才受到重视。Goldsmith于 1995年编
著的初版“音系理论指南”（Handbook of Phonological Theory）并没有关于变异的
章节，但即将出版的第二版“指南”则包括了 Coetzee 和 Pater 执笔的“变异在音
系理论中的地位”（The place of variation in phonological theory）。变异是指一个
词或语素能在相同的环境下有不同的语音表现的情况（Coetzee 和 Pater，待刊）。
Coetzee 和 Pater 指出变异不仅发生在词汇音系学（Lexical Phonology，Kiparsky 
1982）意义上的“后期音系”（late phonology）中，如英语中 gree[n] box 与
gree[m] box的变异，也会发生在“前期音系”（early phonology）中。例如，芬兰
语的所有格复数有两种变异形式：/-iden/和/-jen/。当词干的末音节为轻音节时，这
两种变异形式都可能出现，而每种变异的出现频率与词干本身的音系特征，如重音

的位置、词尾的元音等密切相关（Antilla 1997）。又如，匈牙利语后缀中的元音
多会依据词干的元音进行[±back]的元音和谐，但元音和谐在词干中离词缀最近的
元音为中性时会有变异，而每种变异的出现频率与词干的音节数量、词干首音节元

音的前后特征及词干末音节中性元音的高低特征有关（Hayes和 Londe 2006）。再
如，英语中词末的/t/和/d/有时会被删除，而删除的频率也与/t/和/d/的音系环境，如
其所在音节的重音、下一个音素的响度及上一个音素与/t/和/d/的相似程度有关
（Labov 1989）。更重要的是，实验表明说话人对变异的频率及影响变异频率的音
系条件有着潜在的知识。Hayes 和 Londe（2006）便通过一个假词实验（“wug” 
test, Berko 1958）证实了以匈牙利语为母语的说话人能够敏感地用词干的相关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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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来计算词缀的元音和谐的行为。这些例证表明我们必须对变异有一个音系学上

的解释，而不是把它简单地归结到语音实施或社会语言学的范畴当中。 
 
 

（二）为说话人潜在的音系知识提供事实依据  
 
 
生成音系学认为说话人的音系语法是由普遍语法及后天学习的语法两部分构

成的。什么样的音系表征及计算方法属于普遍语法的范畴内是音系学界很有争议的

问题。与句法中普遍语法的论证方法（Chomsky 1975 等）类似，音系学中对普遍
语法的论证也往往是通过“刺激贫乏论”（the poverty of the stimulus）来进行的。
但相比于句法的无限性及循环性，音系研究的对象往往是有限的词汇，这造成了寻

找刺激贫乏的依据的困难。因此，这类证据往往需要精心设计的实验来搜集。例

如，优选论主张标志性制约 » 忠实性制约（MARKEDNESS » FAITHFULNESS）是普遍

语法设置的初始制约排列（Smolensky 1996）。为验证这一初始制约排列，Jusczyk
等（2002）用转头范式（head-turn paradigm）对四个半月的婴儿进行了测试，发现
他们对发音部位进行了同化的刺激（an，bi，ambi）比对忠实体现发音部位的刺激
（an，bi，anbi）注意的时间更长。又如，不同版本的标志理论（markedness 
theory）皆主张音节首的辅音串会受到不同等级的标志性制约的约束，如*lb » *bd 
» *bn。这些等级可能是由普遍语法决定的，也可能是由感知及其它原因决定的，
我们姑且不去争论。但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果一个语言中的词汇对这些标志的等

级无所体现，那么这个语言的说话人有没有对这些等级的潜在知识呢？换句话说，

我们如何能确定音系语法中是否有隐藏的制约排列呢？Berent 等（2007）通过音节
数量、语音串的同一性等一系列测试表明尽管英语中不存在以 lb、bd 或 bn 为音节
首的词汇，英语的说话人仍对*lb、*bd 和*bn 之间的排列有潜在的知识。如果不用
实验方法，我们是无法验证这类隐藏的制约排列是属于说话人的音系知识的。 

从音系表征（phonological representation）的角度来讲，多项实验表明生成
音系学关于音位、特征及音节结构的理论是有心理及感知基础的。关于音位的心理

基础在 Ohala及 Jaeger的早期著作中便有论及（如 Jaeger 1980，Ohala 1986）。他
们用语音分组等研究方法表明了英语受试人大多会将同音位的不同语音，如[kÓ]和
[k]，归为一组，尽管英语中[k]和[g]从纯语音的角度上说更为相近。近年兴起的神
经语言学对音位问题的研究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例如，Kazanina 等（2006）用脑
磁图仪（MEG)的方法比较了朝鲜语和俄语的说话人对阻音清浊的神经加工。他们
发现在新异刺激范式（oddball paradigm）下，俄语说话人的脑磁图中会有失匹配
负波（mismatch negativity）产生，而朝鲜语说话人则没有。这与阻音清浊在俄语
中的对立及朝鲜语中的互补是相对应的。音系特征的重要性在语误的研究中常有体

现。例如，Fromkin（1971）的经典著作中便指出 clear blue sky → glear plue sky, 
pedestrian → tebestrian 等语误是[voice]和[coronal]等特征的心理体现。近年来，语
误研究对长久以来一直有争议的音调的特征标设也起了积极的作用。比如，Wan
和 Jaeger（1998）通过台湾普通话中与音调有关的语误论证了普通话中的曲折调应
作为一个音系单位来处理，而不是两个平调的并列。对音系理论至关重要的音节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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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也在多项实验研究中找到了依据。例如，Treiman（1983）通过一系列移动和处
置音节成分的语言游戏为音节首（onset）及韵脚（rime）等音节单位提供了证据。 

有关配列规则的音系知识在上文已略有提到：说话人这方面的音系知识可能

是隐藏于其语言内部的音系规则之后的。但更多的情况下，实验表明说话人对其语

言内部的音系规则是有非常具体的潜在认识的。以阿拉伯语为例，发音部位相同的

辅音在同一个词根中往往不能同时出现；比如，/ssm/不是一个合法的词根。在音
系理论中，这一现象可以用强制非恒值原则来解释。Frisch（2000）和 Frisch 等
（2004）发现在阿拉伯语的词汇中，这一强制非恒值原则的体现实际上是阶层性
的：两个辅音感知上越相近，它们能在一个词根中同时出现的概率就越低；而且这

一概率也与两个辅音之间的距离有关，也就是说，相邻的辅音比不相邻的辅音对感

知距离的要求更高。更重要的是，Frisch 和 Zawaydeh（2001）发现阿拉伯语的说
话人对这一阶层性的配列规则有着具体而充分的知识。他们请阿拉伯语的说话人对

他们设计的一些假词的似词性（wordlikeness）进行评估，结果发现受试者的回答
与词根辅音的相似度线性相关。这类实验不仅表明我们从语言中总结出来的配列规

则是有心理基础的，而且显示了说话人能用词频等信息从阶层性语料中归纳出阶层

性的音系知识来。这一观点在 Bailey 和 Hahn（ 2001）、Hayes 和 Wilson
（2008）、Coetzee和 Pater（2008）及其它诸多著作中都有论述。 

语素变体的研究在音系学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生成音系学假设不同的语素变

体都有一个相同的底层结构；这一底层结构通过不同音系规则的影响转换成不同的

表层结构。这一假设在 Berko（1958）的经典研究中就有过验证：英语说话人能够
毫不费力地为假词的单数形式提供适当的复数后缀的变体，如 wug~wug[z], 
rick~rick[s], gutch~gutch[´z]。Pierrehumbert（2006）对英语的拉丁源词汇中常见的
[k]~[s]变体，如 electri[k]~electri[s]ity 进行了衍生性的研究。结果表明尽管这一变
体在英语中有很多例外，如 anar[k]y~anar[k]ism，但它在一些特定的假词中的衍生
性仍然很高，如 interponi[k]~interponi[s]ity。这说明英语说话人对这一规则在具体
环境中的体现有着具体的知识。这类研究不仅支持了语素变体这一理论概念，更对

说话人对语素变体的知识的具体性与阶层性提出了新的疑问与挑战。 
正如说话人有可能有其语言中未有体现的隐藏音系知识，说话人的音系知识

也有可能少于其语言本身体现的音系规律。这一点在关于语素变体的衍生性方面的

研究中也有体现。例如，Hsieh（1970，1975，1976）及王旭（1993）关于台湾闽
南语变调圈（tone circle）的经典研究表明尽管这些变调规则在闽南语本身的词汇
中几无例外，但其发音人对变调的内在规律并无系统的了解。Zhang 和 Lai
（2008）及 Zhang 等（2009, 2011）用更多的词汇与受试人复制了这一结果，并指
出这一非衍生性是由这些变调规则的晦暗性造成的。 

综上所述，实验研究对探索说话人的潜在音系知识是不可或缺的。这是因为

说话人的音系知识往往不等同于语言本身所体现的音系规律：他们既有从其语言中

归纳的具体的、阶层性的知识，又有普遍语法、感知及心理语言加工所提供的知

识；而且，根据音系规律的特性，说话人有时又会对其在语言中的体现浑然不知。

如果生成音系学研究的对象真正是说话人的知识，而不仅是语言本身的规律，那么

用实验去更直接地去探索这一知识的必要性便显而易见了。 
 



 - 8 - 

 
（三）将音系学与语音学及心理语言学联系起来  

 
 
音系类型学与语音学及心理语言学的关联从音系学的初始便被学者注意到

了。这一关联在优选论的发展下更是得到了重视。这是由于优选论把表层结构的标

志性（markedness）问题作为其理论的中心议题之一，从而提高了关于标志性的类
型学及其产生原因的研究的地位。我们在这里举几个例子。 

从类型学的角度上来讲，语言中相邻辅音的发音部位与清浊的同化规则有许

多不对称性：如这些同化往往是逆向（regressive）的，舌尖音比舌根音更容易产
生同化，但舌根音比舌尖音更容易触发同化，等等。Jun（1995）、Steriade（1999, 
2001, 2008）等指出这些不对称性是与不同辅音在不同位置上的感知特征密切相关
的。逆向同化是由于第二个辅音受益于后面的元音而具有比第一个辅音更强的感知

特征；相比于舌根音，舌尖音的发音部位移动快，造成其对周围语音的协同发音的

影响力不强，因此其感知的影响力也较小，所以它不太容易触发同化，也反而更容

易被相邻语音同化。这一论点在 Fujimura 等（1978）及 Ohala（1990b）等感知实
验研究中得到了支持。 

许多语言在表层不允许辅音串的出现。如果在底层结构的语素组合或外来语

词汇中有辅音串，这些语言往往会用元音插入的形式来避免表层的辅音串。但元音

插入的位置经常是由辅音串的结构决定的：擦音－塞音的辅音串（如 st）常把插入
元音放在前边，但塞音－流音的辅音串（如 tr）则常把插入元音放在两个辅音中
间。Fleishhacker（2001）通过一系列评估两个语音串的感知距离的实验对这一现
象作出了如下的解释：这两种插入规则使插入元音所造成的表层与底层的感知区别

为最小。这一解释与优选论的本质相吻合：输出项是在不违反高排列的标志性制约

的条件下尽可能满足忠实性制约的候选项。只不过忠实性制约的排列在这里是由感

知特性决定的。 
词头在音位对立上的特权在许多语言中都有体现。例如，普通话中音节首有

大量的辅音对立，音节末则只能有 n、N 和 r；在班图语族的绍纳语中，词首的音
节里中元音是与高、低元音对立的，但在非词首的音节里，中元音只能在与首音节

发生元音和谐时才能出现。Beckman（1998）认为这与词头在听觉词汇识别及加工
的重要性密切相关。比如，Horowitz 等在 1968 年便指出词首的部分对词汇的识别
与检索起着比词中及词尾更重要的作用。Marslen-Wilson 及合作者（如 Marslen-
Wilson 和 Tyler1980 等）关于听觉词汇识别的“交股模型”（cohort model）更是
给词首赋予了特别重要的心理特性。 

音系结构与语音学，特别是感知的关联不仅体现在后者对前者的影响上，也

体现在前者对后者的影响上。Massaro 和 Cohen（1983）、Pitt（1998）、Hallé等
（1998）等通过大量实验表明说话人对在其语言中非法的辅音串的感知是受到其语
言的配列规则的影响的。例如，dl 和 tl 在法语中不是合法的音节首辅音串，法语
说话人在对 dl 和 tl 作听辨时便常会把它们听成合法的 gl 和 kl（Hallé等 1998）。
Moreton（2002）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地表明了影响感知的音系知识是结构性
的，而不是单元性的。他测试了英语受试人对 bw和 dl的感知，结果发现尽管这两



 - 9 - 

个辅音串在英语词首都不合法，但受试人对 dl有着比 bw更强的排斥。他把这归结
于这两个辅音串在响度阶上的结构差别。 

 
 

四、实验对生成音系学理论的挑战  
 
 

从上一节我们可以看到，实验音系学的研究为许多传统的音系表征与结构提

供了事实依据。但它的研究成果也对生成音系学理论提出了一系列挑战。我们在着

一节中对这些挑战作一简单的概括。 
 
 

（一）语音及功能在共时音系的地位  
 
 

多项实验结果所体现的音系结构与感知及心理语言加工的的双向关系对传统

的“音系－语音”二分论（Chomsky 和 Halle1968）提出了疑问。如果音系完全是
一个形式化（formal）的模块，而语音则是音系的物理及生理体现，那么我们如何
解释语音对音系结构及规则的影响呢？ 

关于这个问题学者们大致持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类学者认为共时音系

（synchronic phonology）中应有语音的地位。Boersma（1998）、Steriade（1999，
2001，2008）、Flemming（2001）、Zhang（2002）等提出语音的作用应在优选论
的制约及制约的固有排列中直接体现出来。这有可能是普遍语法的作用，也有可能

是语法外部的语音知识对音系语法的习得起了“分析偏向”（analytical bias，
Wilson 2006）的作用。但这些学者都认为音系结构与感知及心理语言加工的的关
系是应该由共时音系来预测的。另一类学者则认为我们所观察到的音系类型学与语

音及功能的关系是由历史音变造成的。由于历史音变常常是由听辩错误

（misperception）造成的，这使共时音系往往具有语音上的自然性（phonetic 
naturalness）。但从共时的角度来说，说话人对其音系系统的语音自然性并无认
识，因此语音在共时音系中的作用也就无从谈起了（如 Anderson 1981，Ohala 
1981，Hale和 Reiss 2000， Blevins 2004，李兵 2008）。正如第一类学者，这些学
者对普遍语法在音系中的作用也各有不同的意见：有的全盘否定（如 Ohala），有
的有条件地接受（如 Blevins），也有的则认为其至关重要（如 Hale 和 Reiss）。
但他们都强调音系类型学并不是共时音系系统必须预测的。关于这一共时－历时的

争论在 Hansson（2008）中有一个全面的概括。 
很多学者已经意识到这个实验所提出的问题也必须用实验来解决。这已成为

音系学发展的最新课题之一。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分歧仍

然很大。Seidl 和 Buckley（2005）对九个月的婴儿进行了测试，比较他们对人工语
言（artificial language）中两种不同的音系规则的习得有何不同。这两种规则中，
一种在语音上是自然的，另一种在语音上是不自然的。他们的结果表明婴儿对这两

种规则的习得是没有差异的。这似乎表明语音的自然性对共时音系是没有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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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支持了历时派的观点。但 Thatte（2007）指出 Seidl 和 Buckley 的实验结果受
到了他们的语料中其它音系规则的影响，因而是值得商榷的。此外，Thatte
（2007）还通过对四个半月的婴儿的转头范式测试表明他们对元音间清音浊化的刺
激（pa，fi，pavi）比对元音间浊音清化的刺激（pa，vi，pafi）注意的时间更长，
从而支持了共时派的观点。人工语言的范式也可应用于成年人的语言习得中。如

Wilson（2006）便用其来测试受试人是否能将一个新的音系规则延伸到训练数据中
未曾体现的语音环境中，如中元音前的舌根音腭化是否能被延伸到高元音前，并由

环境延伸的不对称性（中元音可延伸到高元音，但高元音不可延伸到中元音）为语

音在共时音系中的重要性提供证据。Zhang 和 Lai（2010）则通过对普通话三声及
半三声变调在假词中的衍生性的比较从自然语言的角度来研究语音在共时音系中的

作用。他们的结果表明有更直接的语音基础的半三声变调在假词中的衍生性更强。

如果说话人的共时音系与语音完全无关，这一结果便无法解释。总而言之，目前的

实验音系学正用不同的方法为这一共时－历时的争论提供更多的数据基础。Zhang
和 Lai（2010）对这一点有更详尽的论述。 
 
 
（二）范畴性与阶层性的问题  
 
 

我们在上文中已经提到大量实验结果表明说话人的音系知识是具有许多阶层

性的特征的。这对传统的范畴性的推导规则与制约提出了很大的挑战。我们如何能

从形式上表现有规则的变异及非完全中和等阶层性的实验结果呢？ 
从优选论的角度来看，诸多新的理论都为处理阶层性的音系知识提供了可能

性。Boersma 和 Hayes（2001）的随机优选论（stochastic OT）及其附带的渐进习
得算法（Gradual Learning Algorithm）为变异的产生提供一种可行的理论基础。在
这一理论下，制约在一线性轴上排列，而每一制约的排列值则分布在一正态分布

上；在任一时刻，每一制约的排列值由其正态分布随机决定，而每一候选项的输出

频率则与产生它的排列的概率成正比。它与经典优选论的区别在于它不假定制约间

的层级排列必须是确定的，而是允许制约间的层级排列有一个概率分布，从而使一

个底层结构能够通过不同时刻不同的层级排列映射到多个不同的表层结构。渐进习

得算法则能够通过对输入数据的概率的模拟逐渐地调整语法中制约的排列。当有足

够的训练数据时，这一算法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能习得一个能够非常接近地预测数

据中变异概率的语法。Boersma 和 Hayes（2001）便证实了上文所提到的芬兰语的
所有格复数的变异形式、伊洛卡诺语中重音节重叠式的变异及英语中阶层性的/l/的
软腭化都是可以用这一算法来习得的。相比于经典优选论的制约降级算法

（Constraint Demotion Algorithm, Tesar和 Smolensky 1998）对于变异的无能为力，
随机优选论及渐进习得算法为优选论对实验数据的解释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基

础。 
另一种能够有效地处理变异的优选论理论是谐和语法（Smolensky 和

Legendre 2006）。在这一理论中，每个制约条件都有一个权重（weight），而任一
候选项都有一个由其违反的制约条件的权重及违反次数所决定的谐和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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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mony value）。谐和参数最高的候选项便是输出项。类似于随机优选论，我
们可以假设任一制约的权重也是分布在一个区间的，从而可以由此预测变异。

Pater（2008）指出谐和语法的习得算法比随机优选论的渐进习得算法更具收敛
性，从而在数学角度上更严格。  最大熵值语法（Maximum Entropy Grammar, 
Goldwater和 Johnson 2003, Jäger 2007, Wilson 2006, Hayes和Wilson 2008）是谐和
语法的变体之一。如果我们假定任一制约 Ci 的权重为 wi，并且对于任一输入项 x
的候选项 y，Ci(y|x)代表 y 违反制约 Ci的次数，那么候选项 y 的谐和参数则定义如
下： 

 
3. h(y | x)= exp(− wiCi (y | x))

i
∑  

 
这一候选项作为 x的输出项的概率则为其谐和参数与 x的所有的候选项的谐

和参数之和的比，如公式 4所示： 
 

4. p(y | x)= h(y | x)
h(y | x)

y∈Ω
∑

, Ω为 x的所有候选项的集合 

 
这一关于候选项的输出概率分布的定义能够使分布的熵值（公式 5）最大

化。这一概念在信息理论（information theory）中有着重要的作用（见 Shannon 
1948）。 

 

5. H (p(y | x))= p(y | x)log 1
p(y | x)y∈Ω

∑ , Ω为 x的所有候选项的集合 

 
在制约条件已知的情况下，最大熵值语法的习得便是通过由输入－输出对应

项组成的训练数据 D 来确定使 D 的对数概率（公式 6）为最大的制约条件的权
重。 

 
6. 

€ 

log(p(D)) = log( p(y | x))
y|x∈D
∏  

 
最大熵值语法的优点不仅在于它能够成功地处理变异，并有一个具有收敛性

的习得方法，还在于我们能够用一个高斯条件来对习得过程中权重的调整作出限

制，从而可以由此来体现语法学习中的“分析偏向”。这一高斯条件将µi设为制约

条件 Ci的权重的预置值，σi
2设为偏离这一预置值的惩罚值，那么习得的目的则由

公式 6 的最大化改为公式 7 的最大化。σi
2的值越低，Ci的权重偏离其预置值的可

能性便越小。 
 

7. 

€ 

log( p(y | x)) − (wi −µi)
2

2σ i
2

i
∑

y|x∈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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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son（2006）便以这一高斯条件来作为语音对语法结构习得的分析偏向的

体现。他将*ki 的σi
2值设为高于*ke 的σi

2值，从而使*ki 这一制约在习得过程中更
容易获得较高的权重。这一方法成功地预测了在刺激贫乏的情况下，中元音前的舌

根音腭化能被延伸到高元音前，但反之则不然。 
关于概率性的优选论在杨军（2007）中已有较为详细的译介。 
如果我们承认语音在共时音系结构中的确有直接的作用，那么我们则必须面

对另一个范畴性与阶层性的矛盾，那就是音系中音位对立的范畴性与语音现象的阶

层性的矛盾。我们如何才能保证从连续的、阶层性的语音现象中只产生出有限的、

范畴性的音位对立呢？关于这个问题不同学者的看法也不尽相同。Flemming
（2001）主张用 MINDIST 这样的非传统优选论制约来要求对立的音位必须达到一

定程度的感知差异，这便能保证只有细小差别的语音即使能在音系系统中存在，也

不会成为对立的不同音位，从而使阶层性的语音现象能与范畴性的音位对立在同一

系统中共存。但这一制约不属于经典优选论中标志性制约和忠实性制约的范围内，

其评价需要比较两个不同音位的表层结构。这从结构上复杂化了优选论理论，其后

果需要我们更进一步地去研究。Pierrehumbert 等学者则主张用样本理论（exemplar 
theory）为基础来表征每个词所特有的语音特性及不同层级的音系单位的关联（如
Pierrehumbert 2001, 2002）。音系单位可以被看作是连续的语音空间中的标签，而
这些标签的分布是根据发音及感知经验不断更新的。这些音系单位的范畴性是由感

知－发音这一循环圈（perception-production loop）的稳定性与收敛性决定的，而这
一循环圈则是在人与人的语言交际中形成的。关于范畴性与阶层性的矛盾的解决方

法的争论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中继续进行下去。 
 
 

（三）关于例外的处理  
 
 

我们在上文讨论说话人对配列规则及语素变体规则的潜在知识时提到，即使

在一个语言的词汇本身中有这些规则的例外，说话人对这些规则在词汇中的运用频

度及其在具体环境中的具体体现往往有阶层性的认识。这说明我们不能只把这些例

外简单地列举在音系语法中。但我们又如何从理论角度来反映说话人对有例外的规

则及有规则的例外的知识呢？ 
Zuraw（2000）记录了一个反映这一情况的例子。塔加路语中有一个鼻音替

换的规则（nasal substitution）。根据这一规则，一个鼻音会与其后相邻的塞音合并
为一个鼻音，并拷贝塞音的发音部位。如 N+p → m。但这一规则在塔加路语中有
许多例外。如 po/o!k ‘地区’，pam-po/o!k ‘本地的’。然而这些例外又是有一定规律
的：鼻音替换在发音部位越靠前的塞音上越可能发生（唇音>舌尖音>舌根音）；
鼻音替换在清塞音上比浊塞音上更可能发生。Zuraw 用实验表明在假词中，鼻音替
换规则的衍生性是与塔加路语本身的词汇中鼻音替换在不同音系环境下的频度密切

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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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塔加路语中每一个现有的词对鼻音替换规则的统一性与假词对这一

规则的变异性，Zuraw（2000）以随机优选论为基础，提出了一个列举与生成相结
合的理论。在这一理论中，语言中固有的词汇在词库中被列举，其发音被高排列的

忠实性制约及 USELISTED制约所保护。但词库中的音系统计规律则由低排列的随机

制约体现。例如，pampo/o!k 在词库中有一个列举项。USELISTED 要求其表层结构

利用这一列举项，而高排列的忠实性制约则保证其发音为忠实的[pampo/o!k]。一个
假词在加前缀的情况下没有列举项，因此它的发音由低排列的随机制约来决定，如

*NC9（清音不允许在鼻音后出现），NASSUB（语素末尾的鼻音不允许出现在阻音

前），*[N，*[n，*[m（鼻音不允许出现在词根首）等。如果*NC9 的排列值较高，
那么清塞音便更容易触发鼻音替换；如果*[N、*[n 和*[m 的排列值依次降低，那么
塞音的发音部位越靠前，鼻音替换便越可能发生。更重要的是，Zuraw（2000）指
出随机优选论的渐进习得算法能够在以塔加路语的语料作为输入时正确地习得这些

制约的排列值，并以实际数据模拟了这一习得过程。我个人认为 Zuraw 的列举－
生成理论是对例外的处理最具创造性，也最成功的一个理论。Hayes 和 Londe
（2006）、Zhang和 Lai（2008）及 Zhang等（2009, 2011）曾将这一理论运用于匈
牙利语中元音和谐的变异与例外及台湾闽南语变调圈的衍生性的解释中。 

样本理论为例外的处理提供了另一个可能性。 Pierrehumbert（2006）便用这
一理论为蓝本对英语中有诸多例外的[k]~[s]变体的衍生性作出了解释。她认为说话
人对有统计规律的语素变体的知识是建立在他们对词与词样本间的统计推理基础上

的。这种统计推理可以在不同层次的抽象实体上进行，而其可靠性则由样本空间的

大小及统计规律在样本本身的有效性决定。她就此提出了以下三个假设。第一，认

知系统对确定性越高的统计规律信任度越高。例如，英语词汇中，以-ic 结尾的多
音节词在加-ity 后缀时百分之百会产生舌根音软化（k → s），那么说话人对此规
律也会有很深的认识。第二，统计规律的样本空间越大，认知系统对其的信任度也

越高。例如，英语中以/k/结尾的多音节词在加-ity 后缀时百分之百会产生舌根音软
化。这一规律比前面提到的规律在不牺牲确定性的情况下涵盖了更多的词汇，因此

它在说话人的音系知识中可能占据了更重要的地位。第三，统计规律所需要的音系

描述符越长,认知系统对其的信任度也越高。例如，尽管英语中所有以/k/结尾的词
在加-ity 后缀时都会百分之百产生舌根音软化（单音节词从不带-ity 后缀），但是
说话人更可能把“多音节”这个条件留在对这个统计规律的描述中。否则我们无法

解释为什么单音节的假词在加 -ity 后缀时往往不造成舌根音软化，如 
ble[k]~ble[k]ity。这些假设在 Pierrehumbert（2006）的实验中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
证实。 

关于有例外的规则及有规则的例外是否应由语法机制来解释，而如果其回答

是肯定的，这一知识是基于优选论、样本理论还是其他理论是近年来实验音系学的

热点课题之一。我们希望更多的理论与实验研究对这一重要的问题的答案提供进一

步的线索。 
 

 
五、实验音系学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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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实验音系学持怀疑态度的学者的主要论点之一是它模糊了语言能力

（competence）和语言行为（performance）的界限，从而使音系知识不再属于语法
的形式范畴，而是属于行为范畴。但正如 Ohala 的多篇著作所指出，任何语言数
据，无论是用耳听手记还是实验方法采集来的，实际上都是源于语言行为的；而且

大量研究表明我们传统上归于语言行为的因素，如发音机制、感知、词频统计等，

与纯形式的音系表征互相影响，对说话人的音系知识起着直接的作用。这些说明我

们不可能为语言能力与语言行为划出清楚的界限。这一点在 Pierrehumbert 等
（2000）、Bybee（2001）等诸多著作中都有论述。 

但在实验音系研究中，我们也必须注意尽量降低实验环境的不自然性，从而

把与音系知识无关的行为的影响减到最小。例如，在录音中用负载句为受试人提供

真实的语境，将录音话筒隐藏起来，从而使受试人更自然地参加测试，尽可能地在

田野中而不是实验室中进行调查，等等（Ohala 1990a）。近年兴起的神经语言学
技术，如事件相关脑电位（ERP）、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及脑磁图仪
（MEG）等更是由于其所测量的是大脑皮质下的电子或磁反应而减少了受试人所
能控制的主观因素对实验结果的影响。 

最后，为了作一个对音系理论真正有用的实验，我们必须要对音系理论有一

个全面而系统的理解。这一理解不仅包括理论的来龙去脉，更包括它的具体计算方

法及它是如何对语言规律作出预测的。任何一个实验都是为预测服务的，而预测的

产生来源于理论的基础。否则，再小心的实验，再漂亮的数据对我们对认知系统的

探索都没有意义。 
 
 

六、汉语与实验音系学  
 
 

汉语在实验音系学的研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这源于汉语本身所特有的语言

特征，也源于汉语语音及音系学者近年的不断努力。汉语的以下三个特点造成了变

异及例外在其中的普遍性。第一，汉语拥有众多语音差异较大的方言，而随着经

济、信息及交通的飞速发展，这些方言之间的接触也越来越频繁。这造成了各方言

间语音方面的相互影响，从而造成了音系上的变异及不稳定性。第二，普通话在全

国各地的推广使其对各地的方言，特别是北方方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些与普

通话较为相似的方言，如天津话，更有向普通话语音靠拢的趋势。第三，汉语中书

面语与口头语的区别有着绵长的历史渊源，多种方言也因此产生了文白异读的现

象。由于这些原因，汉语为音系的变异及例外的研究提供了广泛的天地。汉语方言

学家对文白异读这一变异现象及方言本身的语音变化早有关注。如上海话从老派到

新派的历时演变在沈同及许宝华、汤珍珠等的经典著作（沈同 1981，1982，许宝
华等 1981，1982，1983，1988）中便早有论及，在游汝杰（2006a，b）中则有更
进一步的论述。近年来，关于这些演变的具体声学描述也逐渐增多。例如，石锋及

合作者的一系列著作（如石锋和王萍 2004）便对天津话音调方面的变化作出了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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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描述及分析。我们应该看到这些研究不仅对汉语方言的语音及其社会语言发展

的描述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音系理论的发展与完善提供了难得的数据基础。 
作为一个声调语言，汉语方言中复杂多样的变调情况也为实验音系学的研究

提供了养料。例如，一个方言中往往会有在语音的自然性上完全不同的变调。这为

研究语音在共时音系中的作用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平台。Zhang 和 Lai（2008，
2010）及 Zhang 等（2009, 2011）便通过对普通话及台湾闽南话中变调规律的衍生
性的比较为语音在共时音系中的作用提供了论据。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在研究汉语语音及音系时应该重视实验音系学的应

用。传统的汉语方言研究多以耳听手记为主。这有方便、便宜、高效等优点，但也

存在主观性强、精确度低、易受历史及权威影响等缺点。例如，在对变调的记录

上，学者们有时存在变调是一个调类到另一个调类的变化的偏见。但声学研究表明

变调行为往往是非完全中和的。如 Peng（2000）、Myers 和 Tsay（2003）等研究
便表明普通话的三声变调并不与第二声完全中和。又如，Zhang 和 Liu（2011）通
过声学分析表明天津话的几种变调情况也非完全中和。没有具体的实验研究，这些

对理论可能起重要作用的事实便被忽略了。另一方面，汉语的变调系统中存在着许

多生成音系理论无法解决的问题。如 Chen（2004）便指出长汀客家话的变调用任
何一种现有的音系理论都无法解释。这与变调在语音和语用角度的任意性及其在音

系系统上的晦暗性有关。但 Zhang 等关于变调的衍生性的研究表明说话人关于变
调的潜在音系知识与方言中直接体现的变调规律不尽相同。这说明我们也许应该暂
缓对变调系统的生成分析，而是重新回到数据的角度上，用实验方法踏踏实实地对

变调系统的数据本质作一个重新的认识，从而能够更直接、客观地去探索说话人的

音系知识。这一点与本章第三节中所提到的实验音系学在音系理论中的作用是不谋

而合的。 
 
 

结语  
 
 

实验音系学在其短短几十年的历史中为音系理论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本章对实验音系学作了一个简单的概述，着重讨论了实验对音系结构的认识所起的

作用及其对现有音系理论的挑战，也指出汉语研究与实验音系学之间相互促进、相

辅相成的关系。由于生成音系学的研究是以探索说话人的潜在音系知识为目的的，

因此以实验方法直接从说话人那里采集数据实际上是这一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通过这一章的介绍，我们一方面希望能够激发读者对研究音系结构的实验方法的兴

趣，另一方面更希望使读者了解生成音系学的理论基础以及用实验来研究这一理论

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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